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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抗争：表演式抗争的剧目结构与符号矩阵

刘　涛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摘　要］在转型时期的诸多抗争形式中， “表演式抗争”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抗争剧目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ｓ）。如果将表演式抗争视为一个 “事件文本”，符号矩阵无疑在叙事学意义上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分析模型，

即可以借助符号矩阵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ｍａｔｒｉｘ）所揭示的语义结构来把握表演式抗争的要素关系、情节构成和行动框架。符

号矩阵不仅发现并确认了图像在社会事件中的 “行动元”角色与功能，并且在结构主义框架中证实了图像对于事件推

进的动力作用。因此，表演式抗争本质上是一种 “图像事件”（ｉｍａｇｅ　ｅｖｅｎｔｓ），而底层抗争的符号学本质则体现为视

觉抗争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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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景观中，逐渐出现了一
种新的抗争形态———表演 式 抗 争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学者黄振辉较早提出了 “表演式抗
争”这一概念，并从学理上阐释了其不同于其他抗

争形式的特征和内涵。［１］不同于传统抗争谱系中的
“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理抗争”、“以死抗
争”、“以气抗争”，表演式抗争不单单在政治景观
上意味着一种新的抗争形式，同时在抗争观念上指
向一种新的解释机制。所谓表演式抗争，旨在强调
一种崭新的抗争形式和实践形态，即通过制造某种
戏剧化的、消费性的、参与性的表演行为来传递并
表达抗争诉求的一种底层行动方案和政治实践。

我们不妨看看近些年正在兴起并呈现普遍蔓延

之势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表演式抗争事件：为了追讨
工程欠款，女农民工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讨薪维
权；大学生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未果，特意向广州市
发改委赠送带刺的皮球；５名妇女跪在河南开封府
门前向 “包公”递交状纸，为无辜羁押的家人申

冤；７名访民在中国青年报社门口集体 “喝农药”，

希望得到媒体声援；１３名孩子举着 “我要上学，

还我父母血汗钱”标语，跪在云南大理的开发商门
前，帮父母讨薪；广东农民为反抗拆迁在灶台上
“煮锄头”，意为 “鸟尽弓藏，田尽锄头亡”；新购
买的装载机存在质量缺陷，湖南农民维权未果，为
装载机和豆腐举行另类 “婚礼”；河南七旬老人在
庙里供奉县长像，跪求讨要医药费；长沙市民投诉
无门，给政府赠送 “踢皮球先进单位”锦旗；重庆
男子新买的手机出现故障，抬着花圈来商场门口，

祭奠自己 “死去的手机”……

纵观以上有关弱势群体的维权行为及其抗争手

段，它们遵循着某种普遍共享的 “剧本”结构和特
征：第一，在抗争规模上，体现为个体的或小范围
的抗争行为，并非群体性的社会抗争；第二，在抗
争方式上，体现为一种相对幽默的、趣味性的戏剧
表演行为，而非直接的暴力对抗；第三，在抗争目
的上，表演的功能是为了制造图像事件，以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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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众的情感认同领域，进而通过视觉化的动员方
式形成舆论压力。按照查尔斯·蒂利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的观点，如果 “不同的事件分享着共同的
剧本”，［２］ （Ｐ　４０）并且以一种模式化的方式被反
复招募、挪用并演绎，那这类事件便可以抽象并提
炼为一种新的抗争剧目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抗争剧目是查尔斯·蒂利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和
西德尼·塔罗 （Ｓｉｄｎｅｙ　Ｔａｒｒｏｗ）在研究 “抗争政
治”（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时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分析概念，主要指 “为某些政治行动者内部当时
所知晓且可用的一批抗争表演。”［３］（Ｐ１８）简单来
说，抗争剧目就是个体或集体行动中所采用的抗争
形式和行动方案。查尔斯·蒂利给出了１８世纪以
来流传至今的抗争剧目清单———聚集、罢工、选举
集会、示威活动、请愿游行、组织起义、占领公共
场所、冲击官方集会、发起社会运动等，并坚持认
为这些经典的剧目构成了１９世纪以来 “大众斗争
的主导形式”。［２］ （Ｐ６２）人类抗争史不断证明：
“当一种斗争表演获得了明显成效时，它就成了未
来表演的可资利用的范本。”［３］ （Ｐ５６）显然，相对
于其他抗争形式，表演式抗争形态重新定义并拓展
了 “抗争政治”的剧目形式，因此意味着一种新的
抗争剧目。不得不说，表演式抗争之所以没有演化
为一种群体性的暴力方式，根本上是源于对转型时
期 “政治机会结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①的微妙回应和特殊表达。

作为一种相对模式化的剧目，必然共享着某种
相对比较稳定的 “剧本”结构，表演式抗争同样意
味着一种抗争叙事文本。在表演式抗争叙事中，存
在诸多相互关联的戏剧要素，包括行为主体 （如弱
势群体、权力对象、社会公众）、文本形式 （如语
言文本、图像文本）、空间形态 （如线下表演空间、

线上争议空间）、话语观念 （如权利话语、公平话
语、法制话语、和谐话语）、符号资源 （如花圈、

开封府、关公庙、带刺的皮球）、文化仪式 （如下
跪、娶亲、祭祀、喝农药、新闻发布会）。正是通
过对这些剧目要素的有效组织和编排，“抗争性话
语”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４］ （Ｐ５９）以一种相对
安全的方式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因此，从叙事
学意义上把握表演式抗争的剧目结构，不仅有助于
我们厘清抗争文本的叙事结构和底层语法，更有助
于我们认识表演式抗争之所以存在并发生的宏观语

境。接下来我们立足于符号矩阵的相关思想和分析

方法，重点探讨表演式抗争剧目的要素关系、情节
构成和行动框架，一方面尝试提供一套有关表演式
抗争叙事的分析模型，另一方面尝试对表演式抗争
作为 “图像事件”的符号学本质进行理论阐述。②

一、符号矩阵的基本思想与分析方法

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格雷马斯致力于探索文

本的叙事语法，它在 《论意义》中提出了文本语法
分析的四个流程：语言表达 （组织、连接）、话语
结构 （角色、母题、形象）、叙述结构 （基础语法
和表层语法）、深层结构 （符号矩阵）。在这个流程
体系中，格雷马斯特别强调了其对语义结构的情有
独钟，认为语义结构是接近文本叙事原理的元语言
路径，而符号矩阵则是他提出的抵达叙事语法 “深
层结构”的一种符号学分析模型。所谓语义结构，

强调 “具有社会性和个体性 （文化或个性）的、不
同语义域的———给定的或仅仅是可能的———一般组
织形式。”［５］ （Ｐ３６）格雷马斯眼中的语义结构不是
一种科学形式，而是一种符号学形式：“科学结构
表述人所谓的 ‘现存’世界，语义结构把这个世界
投影为存在的和有意义的世界，亦即语义世界，在
这两种表现之间，我们不可能建立连续性，只可能
进行一系列代码转换操作。”［５］ （ＰＰ．４３－４４）按照
格雷马斯的观点，科学结构和符号学结构之间存在
一定的关联系统。科学形式面向自然世界，而符号
学形式面向人类世界，只要掌握了科学形式和符号
学形式之间的代码转换规则，便可以实现两套认知
形式之间的关联和对接。③

为了探究通往语义结构的代码操作法则，格雷
马斯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符号矩阵分析结构，并认为
其是 “关于世界之表达层面的符号学形式”。［５］

（Ｐ４３）之所以提出符号矩阵，格雷马斯的思路非
常清晰，那就是 “把语义结构整合进一个一般认识
论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世界被设想成分解的实
体，实体通过不同类型的语言逐步得到描写。”［５］

（ＰＰ．４２－４３）从符号矩阵诞生的那一天起，格雷
马斯便予以高度重视，他通过 《结构语义学》和
《论意义》将符号矩阵推向了相当重要的符号学地
位，并将其视为把握语义结构的一种普遍的、底层
的、基础的分析方法和结构模型。格雷马斯甚至断
言：“所有的语义域 （‘观念’、‘场’、‘概念’、‘区
域’、‘领域’等），被我们链接成某种关系、设定
为语义轴的语义域，都可以通过符号学矩阵得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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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６］ （Ｐ９４）

符号矩阵是在二元对立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种分析结构。格雷马斯认为，任何意义都存在一
个普遍结构，而这个结构可以通过矩阵的形式进行
描述。符号矩阵揭示的是一种关系结构。格雷马斯
早在 《结构语义学》中就已经提出通过 “语义轴”

来构想一种最基本的关系结构。一个语义轴可以接
合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两个义素 （即意义成分），形成
义素范畴，这便铺设了一种最基本的线性关系结
构。所谓结构，主要指 “意义的存在方式，其特征
是两个义素之间的接合关系的显示”。［７］ （Ｐ３６）当
两个义素在语义轴上建立关系，语义轴便意味着一
种义素范畴，“一方面表示出两个关系项，另一方
面显示出关系的语义内容。”［７］ （Ｐ２５）在符号矩阵
中，一般存在四个义素，相应地也就构成了多种结
构维度，即四个义素之间的接合关系，其中语义轴
是最根本的结构维度，一定意义上主导并决定了其
他结构维度的性质、状态和意义内容。

在符号矩阵中，如果一个义素Ｓ１确立，那同
时存在Ｓ１的对立项Ｓ２。Ｓ１和Ｓ２构成了一条语义
轴，且是绝对的对立关系或反义关系。这一语义轴
铺设了意义的基本结构，同时也决定了矩阵的意义
系统。可以说，把握符号矩阵的关系结构和属性特
征，首要的任务就是对Ｓ１和Ｓ２的义素识别和对立
关系确认。与此同时，Ｓ１和Ｓ２分别存在各自的矛
盾项Ｓ１和Ｓ２。Ｓ１和Ｓ１是相互矛盾的，Ｓ２和Ｓ２也是
相互矛盾的。如此一来，按照顺时针方向，矩阵的
四个原点的义素分别是Ｓ１、Ｓ２、Ｓ１、Ｓ２。在这一
符号矩阵中 （见图１），存在三种关系结构维度和
三种关系形态：第一是语义轴上的反义关系 （义素
结构为Ｓ１＋Ｓ２，Ｓ１＋Ｓ２），即二者之间存在非此即
彼的对立关系，尤其在价值维度上是相反的；第二
是对角轴上的矛盾关系 （义素结构为Ｓ１＋Ｓ１，Ｓ２
＋Ｓ２），即二者之间是一种朴素的否定关系，存在
于一个矛盾结构中；第三是指示轴上的蕴涵关系
（义素结构为Ｓ１＋Ｓ２，Ｓ２＋Ｓ１），即强调二者都属
于某个特定的意指范畴，存在特定的包含、对应或
指涉关系。举例来说，假如Ｓ１是黑，那Ｓ２便是
白，Ｓ１是非黑，Ｓ２是非白，四个义素之间存在反
义、矛盾、蕴涵三种关系，对应的矩阵结构如图１
所示。格雷马斯进一步指出，在符号矩阵中，只要
确立其中一个义素，那其他三个义素便可以按照反
义、矛盾、蕴涵的关系推导出来。

图１　符号矩阵的基本结构

可见，符号矩阵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在一个既
定的文本系统中，通过对四个义素 （如人物）的识
别和确认，可以发现义素的属性状态及其之间的对
应关系。可见，如果一个符号矩阵能够建立起来，

我们便可以 “阐明获得意义的条件，从中推出意义
的基本结构，然后把该结构当作一套公理系统”，

从而 “阐明意义在微观语义域中最初的分解”。［５］

（ＰＰ．１６８－１６９）因此，符号矩阵揭示了有关意义
的基本结构，通过分析符号矩阵模型中义素的位置
和关系，我们可以相对清晰地把握义素之间的关系
结构和接合方式。换言之，意义并不是来自语言符
号本身的限定性和规约性，而是由它所在符号矩阵
中的位置及其所处的结构性维度 （语义轴、对角
轴、指示轴）确定的。正因为符号矩阵能够相对清
晰地揭示义素之间的结构和关系，因此成为结构主
义叙事分析中极为常见的一种分析模型。

二、表演式抗争的要素关系与符号矩阵

如果我们将表演式抗争视为一种媒介文本，如
何从叙事学意义上认识文本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

间的叙事关系，符号矩阵无疑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叙
事模型和分析结构。开展符号矩阵分析的关键是发
现叙事系统中的四个核心要素，并确立其在矩阵结
构中的位置。然而，借助符号矩阵来把握表演式抗
争的叙事实践，真正的难点却在于，符号矩阵中的
反义关系、矛盾关系、蕴涵关系把握起来相对比较
抽象，这无疑为符号矩阵的要素识别及其位置关系
确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不得不说，尽管格雷马斯
的符号矩阵被广泛地运用于相关的文本结构分析实

践中，但却存在大量的生搬硬套甚至滥用现象。［８］

因此，为了比较容易地把握矩阵中的四个要素及其
位置关系，本文尝试将符号矩阵与格雷马斯在 《结
构语义学》中提出的 “行动元模型”进行必要的结
合，重新界定符号矩阵中各个要素的指涉内容及其
释义系统，进而以一种新的认知视角来把握符号矩
阵中的要素构成。

１．重构符号矩阵的释义系统
行动元模型是在分析俄国民间童话小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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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现的一种普遍的分析结构，其中包括六个行动
元 （ａｃｔａｎｔ），分别是主体／客体、辅助者／反对者、

发出者／接受者。六个行动元之间的关系如图２所
示。按照格雷马斯的观点，“整个模型以主体所追
求的愿望对象 （客体）为轴；作为交际的内容 （客
体），愿望对象位于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而
主体的愿望投射于辅助者和反对者。”［７］ （Ｐ２４６）

在一个戏剧结构中，“有限的几个施动者就足以阐
明一个微观域结构”。［７］ （Ｐ２５７）因此，主体对客
体的欲求关系搭建了整个叙事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动

力形态。如果说符号矩阵中的核心语义轴是Ｓ１和

Ｓ２构成的反义关系，行动元模型中的核心语义轴
则是主体 （行动者）对客体 （欲望对象）的欲求关
系。不得不说，符号矩阵中的要素及其关系确立相
对比较抽象，尤其是四个要素的意义难以把握，而
行动元模型则比较清晰而简单地揭示了每个行动元

的意义内涵和指涉范畴。鉴于此，本文回到表演式
抗争的具体文本语境中，将符号矩阵和行动元模型
进行有效的对接和糅合，即通过发现两个理论模型
在要素构成上的关联性，尤其是从行动元模型中的
要素意义及其逻辑关系来推演符号矩阵中的要素意

涵及其位置关系，以此把握并确认表演式抗争剧目
的要素关系及其行动结构。

图２　行动元模型的基本结构

具体来说，符号矩阵中居于关键地位的语义轴

是Ｓ１和Ｓ１构成的矛盾关系，而行动元模型中核心

结构是 “主体”与 “客体”所构成的欲求关系，二

者在本质上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和对应性。在符号矩

阵中，Ｓ１和Ｓ１往往作为一对矛盾体存在，叙事冲

突主体上是在这一关系结构中编织和演绎的，因而

铺设了叙事推进的基本动力；在行动元模型中，

“主体”对 “客体”的欲求关系构成了整个情节演

进的基本框架。可见，如果我们从行动元模型维度

来审视符号矩阵，Ｓ１对应的是 “主体”，Ｓ２对应

的是 “反对者”，Ｓ１对应的是 “客体”，Ｓ２对应的

是 “辅助者”。 “主体”与 “反对者”、 “主体”和
“客体”、“主体”和 “辅助者”之间的关系分别是

反义关系、矛盾关系、蕴涵关系，基本上符合符号

矩阵中义素之间的三种关系形态。因此，我们不妨
对符号矩阵的释义系统重新赋值，也就是将矩阵中
四个义素视为四种相应的行动元。如此一来，对叙
事文本进行符号矩阵分析，便可以相对直观地确定
矩阵中的四个义素及其位置关系。

２．符号矩阵的要素识别与剧目关系
基于这一融入了行动元思想的全新的符号矩阵

模型，表演式抗争实践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叙事关系
便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来了。表演式抗争的行动过程
可以简单概括为：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物质利益被
权力阶层有意占用，在维权策略上，弱势群体通过
戏剧化的表演方式制造图像事件，以此汇聚公众注
意力，形成舆论压力，从而迫使权力阶层正视自身
的利益诉求。可见，按照符号矩阵思想，Ｓ１和Ｓ２
所构成的核心语义轴相对比较容易识别：表演式抗
争事件中最基本的对立关系是弱势群体和权力阶层

的对抗，因此，Ｓ１对应的义素是弱势群体，Ｓ２对
应的义素是权力阶层，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对立或
反义关系，且这种对立是价值维度上的对立或反义
关系，因此铺设了符号矩阵的基本语义轴。与此同
时，按照行动元模型，主体对客体的欲求关系一定
意义上对应于弱势群体对于物质利益的诉求行为。

如果说 “主体”是弱势群体，那 “客体”所对应的
行动元必然是物质利益，即Ｓ１对应的义素是物质
利益。至此，在符号矩阵结构中，我们可以相对容
易地确立Ｓ１、Ｓ２、Ｓ１三个义素的矩阵位置，那Ｓ２
如何确立？

按照修订后的符号矩阵的释义系统，Ｓ２所对
应的行动元应该是 “辅助者”，且Ｓ２与权力阶层
（Ｓ２）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关系，即二者是整体叙
事冲突的重要构成内容。基于此，Ｓ２所对应的义
素只能是图像符号。一方面，表演目的就是对视觉
图像的生产，进而 “以图像的方式”进行社会抗
争，因此图像符号 （Ｓ２）是弱势群体 （Ｓ１）开展
维权行为的工具功能，因而扮演着 “辅助者”的行
动元角色，并且在矩阵关系上属于蕴涵关系；另一
方面，权力阶层真正惧怕的并不是弱势群体的街头
表演本身，而是其表演行为的视觉化呈现及其集聚
的舆论压力。因此，权力阶层 （Ｓ２）和图像符号
（Ｓ２）之间是一种明显的矛盾关系，即权力阶层
（Ｓ２）之所以最终会正视弱势群体 （Ｓ１）的物质利
益 （Ｓ１），根本上是因为弱势群体 （Ｓ１）的辅助者
———图像符号 （Ｓ２）的在场。由此可见，在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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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中，Ｓ２实际上是抗争剧目中举足轻重的图像
符号。

显然，在表演式抗争实践中，符号矩阵中Ｓ１、

Ｓ２、Ｓ１、Ｓ２四个义素分别对应的叙事要素是弱势
群体、权力阶层、物质利益、图像符号，且彼此之
间存在或反义、或矛盾、或蕴涵的结构关系。四个
要素之间的符号矩阵相对清晰地揭示了表演式抗争

的基本叙事结构 （见图３）。在由弱势群体 （Ｓ１）、

权力阶层 （Ｓ２）、物质利益 （Ｓ１）、图像符号 （Ｓ２）

所搭建的矩阵结构中，两两之间共存在六种要素范
畴和关系形态。接下来我们以 “农民工苗翠花模仿
外交部发言人讨薪”这一具体的抗争事件为切入
口，从六种关系维度来认识表演式抗争实践中的核
心叙事要素及其结构关系。

图３　表演式抗争的要素关系矩阵

第一，弱势群体 （Ｓ１）和权力阶层 （Ｓ２）构
成了矩阵的核心语义轴，二者之间是一种阶层关
系。这种关系是反义的，且根本上体现为价值上的
对立。由于巨额工程款被拖欠，在多次讨薪失败
后，作为行动 “主体”的农民工苗翠花进入抗争表
演实践中。可见，在农民工 （弱势群体）的讨薪实
践中，天津汉沽殡葬管理所 （权力阶层）无疑扮演
着 “反对者”的角色。弱势群体和权力阶层之间的
结构性矛盾铺设了表演式抗争的剧目逻辑和基本底

色。

第二，权力阶层 （Ｓ２）和物质利益 （Ｓ１）之

间是一种占有关系。正因为工程款 （物质利益）被
权力阶层违规占有，农民工的讨薪行为在道义上取
得了极大的社会支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这种占有
关系揭示了转型中国法制文明存在的诸多缺陷和不

足，同时也决定了社会抗争的逻辑过程，即农民工
必须克服权力阶层的压制和阻挠才能艰难地拿回属

于自己的血汗钱，而社会正义话语正是在这种占有
关系中被悄无声息地生产出来。

第三，弱势群体 （Ｓ１）和物质利益 （Ｓ１）之

间是一种间离关系。按照行动元模型的基本假设，
整个叙事围绕 “主体”（农民工）对 “客体”（工程
款）的欲求关系推进的。农民工是行动者，工程款
是行动目标，二者搭建了抗争政治的行动框架。工
程款原本是农民工的 “应得之物”，然而权力却强
行改写了工程款的社会属性，使其逐渐脱离了其原
始的语义轴 （农民工－工程款），并作为一种 “异
己的存在物”滑向了另一个语义轴 （权力阶层－工
程款）。两个语义轴之间的矛盾、冲突、异化状态
微妙而深刻地折射出转型中国的阶层矛盾。
第四，弱势群体 （Ｓ１）和图像符号 （Ｓ２）之

间是一种工具关系。在一切抗争行为中，弱势群体
都会积极地寻找自己的阶级同盟和抗争工具，也就
是 “辅助者”。在充分评估转型中国的政治机会结
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之后，农民
工敏锐地发现了另一种替代性的 “辅助者”———讨
薪视频 （图像符号）。由于讨薪视频具备强大的情
感动员能量，表演的目的并不是传统的线下抗争，
而是通过制造 “图像事件”来激活线上空间的公共
讨论与社会抗争。
第五，图像符号 （Ｓ２）和权力阶层 （Ｓ２）之

间是一种直接的抗争关系。权力阶层惧怕的并不是
“发布会”现场的表演行为，而是对这种表演行为
的媒介化表征，以及经由视觉化表征所集聚的强大
的社会动员之 “势”。正因为讨薪视频 （图像符号）
的 “出场”，线上空间的集体 情 感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被极大地激活了，农民工因此获得了一
个强大的 “辅助者”。当线下的抗争表演最终转向
了媒介化表征的图像符号，表演式抗争清晰地呈现
了 “以势抗争”实践中 “势”的生产与运作机制。
第六，图像符号 （Ｓ２）和物质利益 （Ｓ１）之

间是一种否定关系，二者之间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
关系。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拖欠工程款 （物质利
益）这一社会事实，讨薪视频就不会被符号化，④

即不会成为一个推动叙事情节的行动元；与此同
时，讨薪视频一旦被符号化，我们便可以清晰地发
现附加在工程款 （物质利益）之上的社会属性和剥
夺关系。简言之，没有违规拖欠的工程款，就不存
在被符号化的讨薪视频，而如果讨薪视频没有被符
号化，则不存在经由工程款剥夺问题而引发的公共
议题 （讨薪议题）。

三、表演式抗争的行动逻辑与符号矩阵

剧目结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要素关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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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拓展到对事件演进的过程分析。格雷马斯的
“符号矩阵”虽然清晰地揭示了表演式抗争的要素
关系，但却无法在历时意义上呈现事件发展的行动
过程。其实，考察表演式抗争的行动过程，必须将
其置于转型中国具体的政治机会结构中进行审视。

一方面，弱势群体之所以采取 “表演”这种 “四两
拨千斤”的抗争剧目而非群体性事件行动方式，根
本上是基于对当前政治语境和话语空间的充分评估

与研判；另一方面，之所以存在弱势群体的抗争实
践，主体上是因为原本属于自己的物质利益被权力
压制或剥夺，而这又触及到深层的法制文明与社会
正义问题。综合来看，表演式抗争的缘起是意识形
态问题，落点也是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对一种公
平的、正义的政权结构的微弱呼唤。换言之，在表
演式抗争事件中，真正推动 “情节发展”的叙事动
力或引擎装置是意识形态。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
“暗中作用”，表演式抗争既不会成为一个备受关注
的公共议题，也不会以 “表演”这种极具底层智慧
和话语策略的剧目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探究表演
式抗争的剧目背景和行动过程，离不开对意识形态
这一 “隐性变量”的深入剖析。遗憾的是，格雷马
斯的符号矩阵触及到的是一种要素关系，且这些要
素都是显性的行动主体，尤其体现为文本叙事结构
中的人物关系或主体关系。⑤也就是说，如果从传
统的符号矩阵出发，所揭示的仅仅是一些表层的要
素范畴和要素关系，很难真正触及到叙事深层的动
力系统和意识形态语言。鉴于此，为了相对清晰地
揭示表演式抗争剧目的行动过程，我们有必要将其
置于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语境中，以此接近表演式
抗争叙事的行动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机制。

１．意识形态批评与 “詹姆逊式”符号矩阵
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在充分借鉴了格雷马斯行动元
模型的基础上，对符号矩阵进行了必要的改造，提
出了 “詹姆逊式”符号矩阵，并将其视为一种 “是
对所有的作品都成立的象征性模式”。［９］ （Ｐ１２２）

詹姆逊在矩阵中预设的对立关系是由 “价值”和
“行动”构成的语义轴。相应地，Ｓ１、Ｓ２、Ｓ１、Ｓ２
四个义素分别被替换为价值、行动、非价值、非行
动，四个要素之间依然遵循符号矩阵关系中的反
义、矛盾和蕴涵关系。如前所述，符号矩阵中居于
核心范畴的关系是由Ｓ１和Ｓ２构成的对立或反义关
系，其他要素及关系形态都是围绕这一关系结构自

行推演成的。詹姆逊的努力显然试图对Ｓ１和Ｓ２进
行直接 “赋值”，也就是从一种认知框架中来接近
“价值”与 “行动”的对立本质——— “行动是西方
意义上的行动，即做事，取得成功，价值指的是西
方人的行动中缺乏的意义。”［９］ （Ｐ１１５）可见，“价
值”与 “行动”这一语义范畴的出场和确立，一方
面铺设了主体的行动方向与目标，另一方面也预设
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施动关系。在詹姆逊看来，传
统的符号矩阵未能揭示要素之间的动力系统，而
“价值”与 “行动”的确立则揭示了叙事推进的施
动机制和逻辑关系，即叙事话语中的要素关系既离
不开 “价值”层面的作用和冲突分析，也离不开
“行动”层面的过程和结果分析。因此，“价值”与
“行动”铺设了一种普遍的叙事分析框架，二者之
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反义或对立关系。正如詹姆逊
所说：“行动和价值的对立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矛盾，

心理学上的 ‘困境’，逻辑上的自相矛盾。”［９］

（Ｐ１２３）詹姆逊进一步指出，行动和价值的对立并
非简单的意义对立，而是一种基础性的、本体性
的、结构性的对立系统，因为这种对立系统能够深
刻地揭示事件发展和任务推进的底层规则，且 “我
们所有的存在都是以这种对立为组织方式的”，因
而基于 “价值”和 “行动”所组建的矩阵便是 “一
个本体论的矩形”。［９］ （ＰＰ．１２２－１２３）显然，经由
詹姆逊的 “改造”，符号矩阵被赋予了一种新的释
义系统：“价值是超验的，而行动却又是属于这物
质世界的，我们的使命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力求解
决这个世界里解决不了的问题。”［９］ （Ｐ１２３）

不同于 “格雷马斯式”符号矩阵侧重对四个要
素的识别及其关系分析，“詹姆逊式”符号矩阵则
立足于价值、行动、非价值、非行动所勾勒的基础
矩阵模块，强调对叙事文本中 “价值／行动”、“行
动／非价值”、 “非价值／非行动”、 “非行动／价值”

这四对关系范畴的识别与分析。自从１９８５年来华
讲学之后，“詹姆逊式”符号矩阵迅速引起了国内
学者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纷纷借助经由詹姆逊改
造之后的符号矩阵开展文学作品的叙事分析。［１０］

（Ｐ３２９）不得不说，在 “詹姆逊式”符号矩阵分析
案例中，绝大部分研究依然探讨的是人物关系，也
就是识别并确认 “价值／行动”、 “行动／非价值”、
“非价值／非行动”、“非行动／价值”四种关系范畴
中对应的具体人物，从而揭示相关人物的价值属性
和行动属性。换言之，“詹姆逊式”符号矩阵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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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属性的认知和判断上，确立了两个基本坐标，

分别用 “价值”和 “行动”两个参照坐标来确定主
体的特征、形象和类型：“价值坐标”强调个体是
否拥护某种正面的价值观，“行动坐标”强调个体
是否在努力朝着矛盾或问题解决的方向行动。当个
体被置于由 “价值”和 “行动”所勾勒的坐标框架
中，相应地便产生了四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也就是
“价值／行动”、“行动／非价值”、“非价值／非行动”、
“非行动／价值”四对关系范畴分别对应的人物形
象。詹姆逊将这种分析结构推向了一个很高的结构
主义位置，认为其是所有作品普遍共享的一种分析
结构，并直言其是一种 “存在本身的结构”。［９］

（Ｐ１２２）

詹姆逊特别指出，这一矩阵分析结构不仅可以
勾勒文本层面的叙事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一种通往
意识形态分析的结构模型。因为在对 “价值”和
“行动”所建构的二项对立范畴中，实际上我们已
经不可阻挡地进入了意识形态批评范畴。什么样的
价值是正面的，是值得拥护的？什么样的行动又是
合法的，是被授权的？当我们尝试回答这一系列问
题时，实际上正是在尝试剖析一个时代主导性意识
形态的召唤和规约机制。换言之，正是在对 “价
值”和 “行动”的深度追问和批判中，我们其实已
经在思考 “如何建立个体与世界的想象性关系”，

而这难道不正是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批评所提出

的那个经典命题吗？可见，在 “价值”和 “行动”

所铺设的 “詹姆逊式”符号矩阵中，当我们对 “价
值／行动”、 “行动／非价值”、 “非价值／非行动”、
“非行动／价值”四对关系范畴进行识别和判断时，

不单单是对文本叙事的结构主义呈现，其实已经跨
上了意识形态的批评之路。詹姆逊将这一矩阵分析
模型视为 “很有趣的一种探讨意识形态的方法”，
“一旦你有了两项对立的系统，你便可以确切地知
道两件事：这个矛盾永远无法解决；而且你正处于
意识形态之中，因此我把 《吉姆爷》中的矩形看成
是１９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
义社会的分析诊断。”［９］ （ＰＰ．１２３－１２４）其实，
“詹姆逊式”符号矩阵最为著名的是他对 《吉姆爷》

的矩阵分析，“吉姆爷”、“朝香客”、“座椅上的人”

和 “冒险家”之所以分别对应于 “价值／行动”、
“行动／非价值”、“非价值／非行动”和 “非行动／价
值”四种关系范畴，因为这一结构 “正是西方对于
自身的看法，因此属于意识形态，是一种神话，西

方关于自己的神话”。［９］ （Ｐ１２４）由此可见，“詹姆
逊式”符号矩阵不仅意味着一种关于文本叙事的分
析结构，更是通往意识形态批评的认识工具和分析
模型。透过这一矩阵结构，我们可以抵达一个时代
的意识形态及其规约下的叙事系统。正因为 “詹姆
逊式”符号矩阵对意识形态的特别 “关照”，我们
可以借助这一分析模型深刻地把握转型中国的表演

式抗争叙事及其深层的意识形态运行机制。换言
之，如果我们把表演式抗争事件视为一个文本，通
过对文本叙事系统的 “詹姆逊式分析”，便可以理
解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及其不寻常的甚至耐

人寻味的化解之 “道”。

其实，在 “詹姆逊式”符号矩阵的分析框架
中，“价值／行动”、“行动／非价值”、“非价值／非行
动”、“非行动／价值”不单单可以确立人物形象和
人物关系，同时也意味着四种话语范畴，具有开展
情节分析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目前，符号矩阵主要
运用于叙事分析中的人物关系研究，对于叙事情节
的分析却鲜有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其
实，“价值”与 “行动”的对立不仅预设了叙事进
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预设了个体行为的认知
框架和意义系统，这无疑有助于我们从话语的维度
来把握叙事推进的情节与戏剧性内涵。比如，“价
值／行动”本身就铺设了一种话语形态，矛盾之所
以最终得以解决，往往依靠的是 “价值”和 “行
动”的结合，这种 “结合”既可以对应于人物形象
认知层面的 “英雄”人物，也可以对应于通往问题
解决的英雄行为。“英雄”最终以什么方式来解决
问题，这便构成了叙事过程中的情节内容。与此类
似，“行动／非价值”、“非价值／非行动”、“非行动／

价值”也铺设了相应的叙事话语，并且对应于不同
的文本情节和主体行为。因此，与 “格雷马斯式”

符号矩阵不同，“詹姆逊式”符号矩阵不仅在人物
形象分析上另辟蹊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通往叙事
情节和行动过程的认知模型和分析工具。

２．表演式抗争的剧目情节与行动逻辑
如果将表演式抗争事件视为一个行动中的叙事

文本，那我们便可以借助 “詹姆逊式”符号矩阵来
把握弱势群体抗争的剧目情节及其构成。回到表演
式抗争的具体文本语境，首先需要对 “价值”和
“行动”这一语义轴进行清晰的意涵界定。弱势群
体的抗争诉求非常朴素，那就是讨回原本属于自己
的物质利益。在价值认知上，弱势群体征用了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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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姆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Ｇａｍｓｏｎ）提出的社会抗争
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框架形态———正义框架，也就是
将自己承受的痛苦和苦难界定为一种被他人不道德

行为所致的 “不幸”。［１１］ （Ｐ３２）当正义框架被激活
并进入公共场域，我们才能判断什么行为是正义
的，什么又是不道义的，这无疑决定了公共场域中
的争议构成与话语特征；在行动认知上，弱势群体
并没有诉诸传统的群体性事件的抗争方式，而是对
转型中国的政治机会结构进行充分的评估和判断，

进而采用查尔斯·蒂利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在 《政权
与斗争剧目》中特别推崇的那种 “能让当地人心领
神会的地方性风格 （ｉｄｉｏｍｓ）”，［２］ （Ｐ６３）也就是
“四两拨千斤式”的戏剧表演式抗争剧目。相对于
其他的行动剧目，表演式抗争剧目是基于当下政治
机会结构的有效表达，因而意味着一种通往问题解
决的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基于此，我们可以发
现，表演式抗争实践中的 “价值”就是社会正义，
“行动”就是表演式抗争，与此对应的 “非价值”

就是对社会正义的漠视与抗拒，“非行动”就是有
悖于问题解决的行动方式。

图４　表演式抗争的剧目情节矩阵

明确了 “价值”和 “行动”这一语义轴的话语
框架及其意涵系统，我们便可以借助 “詹姆逊式”

符号矩阵来勾勒出表演式抗争的剧目情节 （见图

４）。第一，“价值／行动”对应的情节内容是 “公众
线上参与”。表演式抗争之所以能够引发公众的普
遍关注，离不开对公众的正义框架的激活与生产。

公众通过各种媒介途径参与讨论，并形成舆论压
力，促使权力阶层正视并回应弱势群体的利益诉
求，这种行为无疑体现了价值和行动的结合；第
二，“行动／非价值”对应的情节内容是 “表演式抗
争行为”。在行动维度上，弱势群体的表演行为体
现了一定的表达智慧，尤其是对视觉化的图像话语
的生产，促使了媒介事件的建构与传播，因此体现
了强大的 “行动”意义。在价值维度上，表演的剧
目和目的并非指向明确的正义诉求，主要是强调对

媒介事件建构所需的戏剧性话语的生产，也就是通
俗意义上所说的将事情 “搞大”。由于偏离了明确
的正义诉求，表演行为是 “非价值”的。因此，表
演式抗争行为在语义结构上体现了 “行动／非价值”

这一冲突范畴；第三，“非价值／非行动”对应的情
节内容是 “权力阶层不作为”。面对弱势群体的利
益诉求，权力阶层最初都是采取搪塞、推诿、狡
辩、回避和压制的方式，可以说这种行为一方面并
未体现出一定的正义立场或道义原则，另一方面也
没有朝着问题解决的方向迈进，因此这种 “不作
为”既是 “非价值”的，也是 “非行动”的。正因
为权力阶层在价值和行动两个层面的消极回应，才
出现了 “表演式抗争”这种充满智慧的抗争剧目；

第四，“价值／非行动”对应的情节内容是 “常规的
诉求表达”。不得不说，表演式抗争是一种无奈之
举。早在抗争表演之前，弱势群体已经多次向权力
阶层表达了自身的利益诉求，但结果都无功而返
（如农民工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讨薪之前已经多
次催要工程款，长沙市民也是在多次投诉无果的情
况下才给政府送去 “踢皮球先进单位”锦旗，重庆
男子在商场门前为手机设立 “灵堂”之前也是多次
与商家沟通维修，河南七旬老人之所以在庙里供奉
县长像也是因为多次讨要医药费的失败）。这些
“常规的诉求表达”最终都被证明是失败的，这也
迫使他们去探寻一种更有智慧的抗争剧目———表演
式抗争。因此，“传统的诉求表达”在价值立场上
是明确的，体现了对自身利益的充分识别和正当诉
求，但在行动上却低估或者忽视了转型时期的意识
形态规约和政治机会结构，这也直接酿成了其失败
的宿命。基于此，我们将 “价值／非行动”的情节
内容理解为 “传统的诉求表达”。总之，当我们立
足于 “詹姆逊式”符号矩阵这一分析模型，表演式
抗争实践的情节内容便在 “价值／行动”、“行动／非
价值”、“非价值／非行动”、“非行动／价值”四种对
立的语义轴上逐渐呈现和演绎，且分别对应于情节
内容是 “公众线上参与”、“表演式抗争行为”、“权
力阶层不作为”和 “传统的诉求表达”。

其实，“詹姆逊式”符号矩阵的意义不单单体
现为对表演式抗争叙事的情节内容与构成分析，而
且意味着一种通往情节过程分析的结构框架和符号

学模型。如果我们以 “价值／非行动”作为认知起
点，然后逆时针方向依次审视 “非价值／非行动”、
“行动／非价值”、“价值／行动”所对应的情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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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些情节内容之间不仅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而且
在时间意义上存在一定的历时关系和演进逻辑，而
这一认知过程恰恰揭示了表演式抗争的情节发展脉

络。基于 “詹姆逊式”符号矩阵，我们不妨简单描
述一下表演式抗争的演变轨迹。首先，弱势群体向
权力阶层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一般会采取两种常
规的诉求方式：要么是传统的、直接的、日常的
“催要方式”，要么是诸如自焚、上访、集会、示威
等对抗性的 “冲突方式”。但不得不说，这两种方
式要么因为平淡无奇的剧目特征而被权力阶层公然

漠视，要么因为其强烈的对抗性和敏感性而遭到一
种结构性的压制；其次，面对弱势群体正常的利益
诉求，表演式抗争实践的权力阶层往往会采取 “不
作为”的方式，即一方面在 “价值”上拒绝弱势群
体的正义诉求，另一方面在 “行动”上回避或拒绝
执行原本签订的合同内容；再次，当 “权力阶层不
作为”之际，弱势群体开始琢磨并思考一种策略性
的抗争剧目，最终选择的是 “表演式抗争行为”；

最后，表演的目的就是制造图像事件，通过图像的
方式开展社会动员，从而激活 “公众线上参与”，

以此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最终迫使权力阶层正视
并回应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可见， “詹姆逊式”

符号矩阵 （见图４）不仅从对立性的语义关系上揭
示了表演式抗争的情节内容，同时也在历时维度上
揭示了情节变化过程，也就是情节内容之间的演化
系统及其逻辑。简言之，“常规的诉求表达→权力
阶层不作为→表演式抗争行为→公众线上参与”铺
设了表演式抗争事件的发展轨迹和演变链条，与其
相应的底层语言及其解释系统则指向 “价值／非行
动→非价值／非行动→行动／非价值→价值／行动”

的演变过程。

四、作为 “图像事件”的表演式抗争：
一个结构主义确认

本文将表演式抗争的本质定性为图像事件，根
本上是强调图像在整个社会动员和叙事系统中的核

心作用，即借助视觉化的符码系统作用于人们的感
性认 知，从 而 达 到 “视 觉 动 员”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政治目的。视觉动员也即视觉化
的社会动员，侧重视觉元素和视觉经验作为一种主
导性的符号形态参与并推动公共议题建构的媒介实

践。在新媒体语境下，主体互动及其符号实践越来
越呈现出碎片化趋势，［１２］而图像成为公共场域中最

具有流动性的一种碎片文本形态，在线上空间与线
下空间的对话实践中发挥着微妙而神奇的勾连作

用。在视觉文化时代，社会争议生产更多地依赖于
“戏剧性的、易溶性的、视觉性的瞬间”，［１３］图像因
此超越了文字而占据了话语构建的核心位置。［１４］约
翰·德利卡斯 （Ｊｏｈｎ　Ｗ．Ｄｅｌｉｃａｔｈ）和凯文·迪卢
卡 （Ｋｅｖ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ｅｌｕｃａ）将经由图像符号引擎、

驱动并主导的媒介事件称为 “图像事件”，以此强
调图像对于公共议题构建与公共话语生成的主体地

位。［１５］ （ＰＰ．３１５－３３３）因此，所谓图像事件，主
要指通过图像化的表征、形式和途径实现社会争议
建构与公共议题生产的符号实践。当图像进入表演
式抗争文本的深层结构，并且作为一种生产性的符
号元素参与剧目建构与社会动员， “视觉抗争”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便意味着一种逼真的抗争观念。

在表演式抗争事件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之
所以采用 “戏剧表演”而非 “催要方式”和 “冲突
方式”，根本上是因为 “戏剧表演”传递了一种新
的抗争形式和剧目观念，其落点并不是对利益诉求
的直接表达，而是强调对互联网传播场域中图像符
号的生产实践，或者说表演的目的和落点就是为了
制造图像。权力阶层惧怕的并不是表演本身，而是
图像化的表演场景。当表演行为经由媒介化表征而
成为具体的图像文本，那视觉动员便成为一个逼真
的社会抗争命题。什么样的图像能够激活公众注意
力，什么样的图像能够产生最大的劝服效果，这本
质上 涉 及 到 图 像 本 身 的 视 觉 修 辞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ｓ）问题。在剧目形式上，弱势群体的表演
之所以是滑稽的、幽默的、诙谐的，根本上是因为
这些场景经由视觉化再现之后，有效地吻合了互联
网传播场域中的消费逻辑、认知逻辑和注意力逻
辑。由此可见，表演式抗争的本质是图像事件，主
要是强调图像之于整个事件生成与演进的核心地位

与动力机制。

如果说图像事件强调图像文本在抗争过程中的

主体功能和意义，那我们如何在学理上识别图像在
表演式抗争事件中的核心 “位置”，又如何证实图
像对于整个事件推进的动力作用，前文所述的符号
矩阵无疑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理论认知框架。第
一，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中 （见图２），图像
符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元，处于行动元模型中
的 “辅助者”位置。正如行动元模型所揭示的要素
构成与关系结构，作为 “辅助者”的图像致力于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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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主体” （弱势群体）完成对 “客体” （物质利
益）的追讨行动。如果离开图像的在场， “主体”

要想克服 “反对者”（权力阶层）的重重阻挠，这
无异于天方夜谭。可见，行动元模型提供了一种有
效的结构主义框架，其功能有助于我们发现并识别
图像在整个行动／事件的角色和功能；第二，在格
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中 （见图３），图像符号处于矩
阵中的一个义素位置 （Ｓ２），并与其他义素一起构
成了一种稳定的符号结构和认知模型。正如前文所
揭示的，图像符号 （Ｓ２）与权力阶层 （Ｓ２）之间
是一种矛盾关系，与弱势群体 （Ｓ１）之间是一种
蕴含关系，与物质利益 （Ｓ１）之间是一种否定关
系。正因为图像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符号义素进入
矩阵结构，并且有效地诠释了表演式抗争中的要素
关系，符号矩阵无疑在结构主义叙事维度上确认了
图像在整个事件中的核心地位；第三，在 “詹姆逊
式”符号矩阵中 （见图４）， “行动／非价值”和
“价值／非行动”关系范畴分别对应的情节内容是
“表演式抗争行为”与 “常规的诉求表达”，二者的
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漠视或拒绝了图像话语的在
场，而后者的目的就是制造图像，试图在视觉动员
意义上间接地维护并争取权益，这足以体现出图像
在矩阵中的特殊 “位置”。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立
足于表演式抗争的情节演变过程，从 “行动／非价
值”到 “价值／行动”的积极转换，根本上是因为
图像符号及其视觉动员的能动作用。正因为图像的
在场，“表演式抗争行为”获得了普遍的社会关注，

最终将事件演化并升级为公共场域中的 “公众线上
参与”，从而有效实现了 “价值”与 “行动”的有
效对接。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行动元模型、格
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以及詹姆逊的符号矩阵分别从三

种不同的结构主义理论视角发现并确认了图像符号

在表演式抗争中的主体位置与动力作用。将表演式
抗争定性为图像事件，显然是一种经得起理论推敲
的学术判断。

本文从符号矩阵的理论视角思考表演式抗争，

并不是机械地套用这一分析模式，而是因为符号矩
阵提供了一种相对比较科学的分析结构。通过这一
结构模型，我们可以抵达表演式抗争文本的要素关
系、情节构成和行动框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

在符号矩阵中，我们发现了图像，确认了图像的叙
事 “位置”，并且在一种理论模型中识别并证实了
图像对于事件推进的动力机制。换言之，“图像事
件”之所以是一个合法的概念表述和事件形态，符
号矩阵不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结构，同时提供
了一种有力的理论佐证，即我们可以在结构主义理
论维度上确认 “图像事件”这一概念本身的合法性
与正当性。进一步讲，图像事件在叙事学意义上存
在一个普遍的、稳定的运行结构，而通往这一结构
的底层语言和阐释系统是可以借助符号学方式进行

把握的。当图像作为一个生产性的行动元要素进入
表演式抗争的矩阵结构，那它便实现了线上空间与
线下空间的有效对接和主体互动，进而制造了一幕
“表演在线下，抗争在线上”的符码流动景观。可
见，立足于符号矩阵所提供的诠释框架和分析模
型，我们可以相对清晰地认识图像在表演式抗争实
践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机制，尤其是图像符号参
与 “抗争性话语”（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４］ （Ｐ５９）

生产以及 “抗争性公共领域”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１６］ （ＰＰ．８２７–８４７）建构的符号学运作原
理。简言之，表演式抗争本质上是一种 “图像事
件”，而底层抗争的符号学本质则体现为 “视觉抗
争”。

［注　释］

①　政治机会结构是社会抗争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所反

映的是社会抗争发生的宏观语境。查尔斯·蒂利指出，

政治机会结构包括权力集中程度、政权开放程度、权

力稳定程度、信息管制程度、政权压制程度等。

②　之所以立足于符号矩阵思想，是因为符号矩阵所揭示

的是一个语义方阵，整个方阵是围绕对立关系所建立

起来的一套分析模型，而表演式抗争实践的底层语言

同样是一套对立系统，且围绕对立系统铺设的一套抗

争叙事，因此从符号矩阵思想去接近表演式抗争的剧

目结构是一种合理的路径假设。同时，本文并不是机

械地套用符号矩阵，而是尝试对其进行批评和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下文提及的一些深层理论问题。

③　格雷马斯认为，如果将科学形式横轴上的单位 （如具

体的化学公式）改造并转化为符号学纵轴上的最小单

位 （如味觉中的特殊味道），即实现科学的 “横组合

轴”与符号学的 “纵聚合轴”的关联，我们便可以游

刃有余地调整甚至联通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距离。

④　所谓符号化，就是赋予事物以意义的行为，使其成为

一个携带特定意义和指涉内容的表意符号。任何没有

意义的事物，一旦经过符号化过程，就变成了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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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格雷马斯的 “符号矩阵”得到国内学者的特别青睐，

纷纷借助这一模型进行叙事分析，然而大多揭示的依

然是文本中的人物关系。１９８５年，弗雷德里克·詹姆

逊 （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在北京大学讲学时第一次将格

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介绍到中国，并运用矩阵理论分析

了 《聊斋志异·鸲鹆》，所呈现的依然是文本中主体之

间的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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